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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人传记中的侠义书写
———以明清碑刻资料为中心

宋 立 杰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明清时期,商人地位的上升影响了商人的文本形象。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交融在无形之

中拉大了民众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社会对侠的需求愈加强烈,促使困于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商人

积极扮演“侠”这一角色,他们重然诺、乐于助人、为国事奔走,以期改变自身形象。士人也在有意识地塑造

商人的侠义之风,通过文本宣扬商人的侠义行为,重塑商人职业的形象与价值观,号召更多的商人践行商

人职业的侠义精神,以期构建新型的社会网络。因此,明清商人传记呈现出充满侠义精神的商人形象。在

塑造商人侠义形象的基础上,士人重点强调商人的侠义行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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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侠的起源,似很难界定[1],出现于文本之中,则始于韩非子,他从国家统治角度对侠予以贬

斥。司马迁与班固特设《游侠传》,以自己的理解与时代需求,构建了崭新的侠文化,但自此之后,

侠远离了官方史书,代之而起的是文学之侠,当然并不是说官方史书中没有了“侠”,只是没有了

侠士群体,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充盈着“侠义”精神。由“侠”引发的侠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史书到笔记小说无一不描述了具有侠士风范的各色人物,造就的“侠”

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既有现实依据,又寄托了人类独特的精神向往。明清时

期,侠义书写又发生新的变化。明清两朝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商人

社会地位的上升。商人地位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促使社会观念发生转变,既而影响到商

人的文本形象。与前代不同,明清商人的文本正面形象渐多,也突破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范畴,

大量出现于史传之中,呈现出诸多侠义形象。学界历来对明清商人传记研究颇多,大致呈现出两

种研究路径,一种是探讨文本本身及其产生过程,一种是以其内容作为相关研究的论证史

料[2]3-15,但相较而言,商与侠的关联似不被重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也不够

全面,或以汪道昆及其《儒侠传》为主,分析徽商的特征[3],或以“三言二拍”为切入点,分析侠商形

象[4]。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撰写者应如何书写,选择怎样的事情进行裁剪,既能突显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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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又能显示自己不是为钱而写? 侠义遂成为商人传记重点关注与突出的特性。

二、明清商人行为的侠义化

翻阅明清商人传记,我们会发现有大量的侠义行为描写,甚至撰写者直接用“侠”来评定商

人。彭启丰读完蒋士铨为蒋坚写的行状后,认为蒋坚“类古之豪侠好义者”[5]。陈光烈指出商人

岑生祥“有古任侠风”[6]719。商人邓熇“有古任侠风”[7]。文本中商人与现实中的商人总是存有差

距,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但也不能夸大。当然与文学作品中除暴安良、打抱不平、持剑江湖不

同,史传中商人表现出来的侠义更多的是重然诺、乐于助人。与此同时,传主自己,包括他的子

嗣、亲戚朋友、不相识之人都不可能对其实时跟踪,对他们所有的行迹与心理活动都了如指掌或

者知晓,即使是他本人也不可能对自己的一生所有事迹都记忆如新,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者

利用可利用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了解与想象、社会现实与观念,对商人的人性进行书写。
(一)商人职业与商人人性书写

商人的职业身份与自身文本创作有着密切联系。商人对自己的职业、目标及其价值观可谓

是理解透彻,职业的阴暗面和阳光面也都十分清楚。商人撰写者大都经商多年,在商海中沉浮,

或致富,或一事无成,重新审视自己或者他人,为职业身份的成功与失败寻找原因。而且人具有

社会属性,总是通过他人的反馈来审视自己,根据他人认可自己哪些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得失成

败。商人们也深知社会对商人职业逐利的批判,为彰显商人的社会属性,也使得他人重视商人,

为自己或者其他商人的一生画上较为圆满的句号,故而在很多时候,他们都刻意回避商人职业逐

利的本质,他们会有意识地书写那些顺应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即使不认同自己的职业,但是

多年的职业生涯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书写,影响撰写者如何选择事件、如何设定情景、如何体现

自身价值。虽然有些商人的子嗣未从事这一职业,但是耳濡目染,以及生活在传统社会,也会塑

造出积极正面的父祖形象。作为商人,可以说他们对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努力改变商人形

象,同时也将自己的职业行为与观念融入文本的商人人性想象与书写之中,他们将商人定格为国

家与社会的有用之人,而不是碌碌无为、只知道追逐利润之人,否则还有书写的必要吗? 本文拟

选取六篇商人传主参与传记撰写过程的商人传记①以表现传主商人的侠义人性与行为以兹观

听,详情参见下表。

由商人参与撰写的商人传记,他们力图展现出商人职业最佳的一面,也就是重点叙述传主待

人以礼,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对经商行为的着墨也是渲染商人的不易与对侠义的坚守。王

重新撰写的自述,以不到一百字的篇幅交待其家世与家庭背景,剩余篇幅刻意叙述了自己在公益

慈善事业方面的捐款数额[8]。我们并不清楚捐款数额占据他总财富的比重是多少,对他而言是

否只是九牛一毛,抑或是全部家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公益慈善。张謇作为商人兼政治家,

长期致力于实业救国的实践,期待出现一种合理有效的商业政策,他在为商人张颂贤撰写的墓碑

文中,陈述了他关于盐法的措施,并感慨道:“今天下又多言西法西人之于盐也,征税产所均远近

无二价,此岂非贤人君子之所乐闻而彼顾能行,何故? 因表公墓并缀而纪之,以告中国谈盐法

者”[9]55。他也期待更多的商人投身救国行列,所以在他撰写的商人传记中无不突出商人为国为

民的行为,一方面是为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一方面是号召广大商人仿效传主,“自营大生纺厂以

来,当时同甘苦共忧患如沈君爕均、蒋君锡绅、林君世鑫诸人,先后继谢。方用怆恻而君又逝矣。

后之来者,其能坚苦忠实如诸君当日之助我与否”[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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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人传主参与传记撰写过程的传记包含四种类型:商人传主自志、由商人为传主撰写,传主在临终前以此事嘱咐子嗣或他

人撰写,商人子嗣所写。



表1 商人参与撰写的文本中对传主侠义的书写

传记名称 内容 出处

《明武略将军金
吾 卫 副 千 户 姚
公墓志铭》

旧制,畿内及山东西戎卫隶后军都府者,当岁输上供薪炭
若干,以道远艰,挽运惟岁输其直于府,府予京师,择谨实
之家籍名于官,俾领其直代输,而公名亦在列。公尝告其
众曰:“此事虽贸易,然亦公家所需也,岂可与泛然居市肆
罔厚利者等哉?”于是悉心并力其事。……平生乐与士大
夫游,士大夫家凡婚丧缓急之务,多以委讬,而周旋处画,
一一如家事。人凡醵贺群饮之宴,亦多假公为主,公款洽
尽欢,竟日无倦色,然亦未尝籍是行一私谒,故人多为延
誉,而与之交者,日益广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
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第53册,郑 州: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1989年,第106页

《林纲墓志铭》
尝输粟助边,锡之章服,不受,曰:布素吾分也。性尚气喜
侠,善谈古今人贤否及事成败,皆以理胜。有权贵利其财,
以势胁之,翁危言正色与之辨,卒不能夺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
物局)编 著:《南 京 历 代 碑 刻 集
成》,上 海: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2011年,第387页

《例授儒林郎候
选 州 司 马 加 二
级 尊 族 叔 欧 阳
云门公墓志铭》

膻行时彰,输诚报国。初膺大学之荣,纳粟入官,旋晋司马
之秩,人皆羡之。公愈欿然,布衣蔬食,仍甘淡泊,利物济
人,益率性真。年终,则邮寄以润周亲;岁歉,则减粜以苏
饥莩。迩年以来,修祠,修庙,修道途,屡挥千金而不吝;助
婚,助葬,助丸药,—任四方之取求。凡有善举,知无不为,
人谓其轻财矣。然矜孤恤寡,恢恢弗靳,而治家御□井井
有条。……近又有盗伙欲劫公铺者,乘黑夜而登屋,将潜
身以入楼,丐者惊觉,大声疾呼,巡兵突至,同力远逐。计
期方旬,拯患已三,是果何道独能得此? 盖乞丐者流,是人
所恶,而怜悯之情,惟公独深。尝取竹筒投钱于内,署词于
外,曰:“一来即给,多来多给,不可不给,不可迟给。”每日
投钱无算,历年推行不怠,丐者受恩深,故思报切也

萧用桁编著:《石上春秋:泰和古
碑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407页

《吴从众墓志》

居恒人有欺侮者,任山鬼伎俩,辙付之一笑。既而人服其
雅量,和好如初。当充裕时,或借贷颇多。及贫乏,家无担
石,绝口不言借者,取所立文券悉焚弃无存。于书虽不广
览,颇知大义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
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
南一(下 册)》,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1994年,第37页

《翁山麓墓表》

凡戚族之以急难相告者,必如其愿。他若平治道路,兴造
化仁桥等,行人便之,口碑载道,然亦以是而散其财。后复
经营于沪瓯,操奇制胜,能散能聚,尤以福利桑梓为已怀,
排难解纷,□以推人,乐善好施,不以财为轻重,其豪侠本

□天性也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宁波 市 江 北 区 文 物 管 理 所 编:
《慈溪 碑 碣 墓 志 汇 编 清 代 民 国
卷》,杭 州: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2017年,第798-799页

《龚溥生圹表》

性尤坦易,无城府,与人结纳,能以信义相终始,故一时士
大夫亦乐与之交。晚岁家小康,遂决计归,年已六十有七
矣。居家以躬行率诸子,务训以勤俭敦朴,俾勿流于浮薄
谚诞之行。自奉甚约而好施予,乡邻戚属穷乏告贷者,量
力佽助无少吝,里中称长者焉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宁波 市 江 北 区 文 物 管 理 所 编:
《慈溪 碑 碣 墓 志 汇 编 清 代 民 国
卷》,第410-411页

  (二)商人职业之外的撰写者与侠义书写

职业之外的商人传记撰写者们以儒家价值观为导向,对待商人职业的态度有所不同,在书写

中出现了分化,或认同商人职业的独立价值,或将商人职业精神纳入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但皆

无例外地刻画出有侠义之风的商人形象。由第三方撰写的商人传记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们以

“经商起家”“坚忍耐劳”等寥寥数笔带过传主的经商过程,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商人起家之后,如何

发展与转型。司马迁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0]这句话的

意思大致是人只有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才能知道礼义廉耻;只要生活富裕了,仁义就自然而然地

生成;人富裕了便要行仁义之事。明清时人非常重视司马迁及其《史记》,写传记往往会借鉴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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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至于给商人作传,更无疑参考了《货殖列传》,并融入时代的新因素。徐世昌为商人刘凤舞撰

写碑记,就点明:“昔太史公于货殖郑重而为之传,如我公者,岂仅以货殖称,直义侠而兼以忠勇

焉”[11]。在对商人一生有了鸟瞰式的了解后,第三方撰写者以第三人称视角审视商人传主与商

人职业,从中挑选出自己需要的事件,或者说是自己应该承担的、但苦于各种因素没有承担的社

会责任,也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入文本中,对商人职业的褒贬融入其中。在他们的笔

下,商人的侠义无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救人急难,慷慨施财。叶华晟称商人唐可才“虽起家纤啬,见苦为生难,而能不重弃其

财。……平日自奉不薄,推以及物,建汤房,置义田,施义棺,遇岁欠,买谷赈贫,全活甚众。”又引

用其语以彰显他的好义,“(财)自我得之,何妨自我失之。守财虏,吾不为也。”[12]351-352商人单纪乐

于助人,他认为:“积而弗散,裕己而不以益人,非义也!”[13]117-123商人纪溁“乐为义举,遇贫不能婚

丧者,出赀助之。旅困无所于归者,资给遣之。负贷不能偿者,辄焚其券。”[14]268-269

第二,果敢有为,为国事奔走。马启鹏在为商人米天成撰写的碑记中,如是写道:“公不第疏

财,而且果敢有为。当甘省小丑跳梁时,不避霜戈直捣贼巢,皆箸而筹谋。皆中棨奉檄以往,顽无

不格。虽无阃外之寄,居然干城之选,非公之武略素善而能若是哉”[15]? 明朝中后期边事较多,

而国家财力不足,商人苗志达勇于“输钱□盐,接济三边”[16]。亦有为商人之才没有被应用到国

计,或者说是没有被统治者重用而感到惋惜。叶华晟便为商人唐可才的才学所折服,他声称:“昔

与余尝杯酒论天下事,凡四方贞淫奢俭,与其得失利病之源,即所游历,入目留心,凿凿言之,令人

倾耳忘倦,如读十五国风。夫计然之策,越以之霸,君仅施之于家,未获效之国”[12]351-353。撰写者

唐灿在梳理商人郑汝城的事迹后,感慨道:“使幸而效职于朝,淂本其素所蕴蓄而大用之,将仁民

爱物所以施,当时而泽浚世者岂其征□?”[17]80-81

第三,待人有礼,为人谦恭。商人郑汝城“生平以礼自待,以礼待人,远绝声色,不立宠幸,亲

用往来虽习熟,童稚必具衣冠迎送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有古大臣正色率下之风。”[17]80-81商人

黄璋“居常每自谦约,与人交若退然不过,而千顷之波,使人自醉。”[18]

第四,重然诺,讲信义。商人姚文瑞“尝与其友人顺义郭珍共利,后珍没,义士赍其所遗五百

金,涉千里付珍子锐。”[19]杨一清如此描述商人纪溁的信义,“盖虽不废货殖,而恒持信义,义名满

江湖,彻于朝省,子姓化之。有弗尔者,人曰:‘独不愧容庵乎?’”[14]268-269

时人以及作为后人的我们往往认为第三方撰写者受到金钱与人情的干扰,存在“谀墓”情形,

大肆赞美传主。但是换个角度考虑,非大奸大恶之徒,或是窃国者,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挖掘他

们的闪光点,而不是只盯着他们的恶处,如同佛教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第三方撰写

者们对商人之恶也不是置之不理,而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对商人职业提出批判,同时也更加突显

传主之优。商人欧阳程告诫他的两个儿子:“阿堵物非吾所有,此天之优乎于我以周贫乏者,当留

余以代天行化耳!”撰写者欧阳钦知晓后,指出他“见解之大,迥超流俗如此,宜上天之眷亦倍隆于

他人也乎?”[20]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人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民众既艳羡商人的富有,谈论他们的轶事,又

在精神上予以鄙视;国家既利用商人互通有无,又在政策上予以限制;商人虽然被定位在社会结

构的底端,但是受关注的程度却很高。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现象,原因就在于商人的财富与行

为,在于他们如何获取财富以及如何利用手中的财富。在国家与时代面前,商人一方面为生存不

断跨越道德底线,追逐利润,一方面通过行动改变自身形象,顺应主流价值观。故而在明清商人

传记中,有关商人的侠义人性书写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新的形式与特点,做到了没有因善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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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尤其在民众危难之际与社会动荡之际,商人往往挺身而出,为国事奔走。

三、商何以称为侠

常理言之,商人与侠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与社会角色,但为何

逐渐合流呢? 犹如所谓的山人侠、文人侠、僧道侠一样,二者之间必然有相通处,如郭沫若先生便

认为侠大抵源于商贾[21],他的立足点是有些侠士就是以经商谋生。我们去除这一角色与职业要

求,他们都是自然人,在社会中,通过摸爬滚打逐渐成长;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认识与了解自己,认

知自己的职业与角色,并根据他者的反馈,对自己的职业与角色扮演进行适当地调整。什么是

侠,什么是商,不过都是他者的定义。

“侠”,首见于《韩非子》一书,至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侠文化发扬光大。虽然侠不绝于

各种题材的文本之中,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对“侠”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自晚唐开始,侠的道德化色彩逐渐增强,“义”的成分逐渐加强;自宋代开始,“侠”又与“忠”联系在

一起[22]132-142。从侠的内涵演变来说,侠也许不是一个群体,只是一种身份认同,如同王国璎所言:

“侠客显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之社会阶级,上自王公将相,下至闾巷游民,只要符合重然诺、轻

生死、拯人困厄、不矜其能之精神行为,即可誉之为侠客”[23]。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侠已不再

是游离于国家与社会之外、恣意而为的群体,而是转变成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群体,甚至是积极遵

循国家法度、服从贤明政治或者清官政治、扶植社会伦理纲常的群体,但诸如打抱不平、救人急

难、一诺千金等行为仍然不变。就此点来说,商人与侠确实有相通之处。商人为了发展,改变社

会形象与地位,必须是要向政治靠拢,遵循法度,不成为现行秩序的反对者,与士人交好,以期融

入主流话语圈。葛群曾指出商人与侠的精神文化核心都是“信”与“义”[24];韩云波先生认为中国

侠文化中道义与人格评价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侠义人格、信义人格、自由人格[25],也就是说侠义

与信义人格是侠的基本组成部分。杨继平等人以心理学视角阐释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特征,立

足于数据分析,指出“诚信义礼”是明清晋商巨贾人格的核心特质[26];张孝义也采取实证研究方

式,得出“诚信义礼”是徽商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27],此外,他们专门设有“侠义的”人格特征

一项,商人的相关系数都在0.58和0.77,也是较高的组成因素。上文所引事例也充分表明商人

的侠义人格特征。因此,可以说商人与侠在侠义人格方面具有相似性。相似的精神文化核心基

于相同的生活模式。

第一,流动性与侠义行为。侠的流动性自不用详说,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侠义小说与

武侠小说都向我们展示了以四海为家的侠士。商人的流动性也很高,他们既有在家乡附近从商,

又有远赴异乡经商,即使是在家乡附近,流动摊贩也是很多。商人钟铎“比壮,以贫故出游江湖,

过豫章,下金陵,遍于吴越之墟,挟所有为服贾计”[28]112;商人杨焕文“弱冠时,为奉亲计,营药材业

以运售参茸为重行,每往返吉祁两地……”[29]这便使得商人所看到的与听到的事情要远比一般

人多,那么理所应当地遇见的不平之事、灾害也远超于常人。换句话说这无疑是向商人行侠义之

举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侠义之行并不能等着事情自动找上门,而应主动地探寻。商人王镇前往

苏州贩米,适逢当地发生饥荒,于是他便将粮食赈济灾民[30]。侠士也是路见不平与知道他人危

难,便仗义为之。流动性强也意味着商人可能名闻遐迩,也许会有人主动前来寻求帮助。“附近

贫困居民凡有求助,”商人郭恩布一一应允[31]。再者,商人在他乡经商,为了生存与发展,则必须

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既要获得官方支持,也要获得民意,获得舆论的认可,不能兼顾一方,最好

的办法便是义举。而且他们在异乡经商致富,传统社会观点一般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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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致富了,也就是相当于你抢占了本属于他人的钱财,因此必须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是我

们查阅各种史料后,发现很多商人在异地展开公益实践。

第二,广交游与信义。人是社会性生物,需要在人际交往中发现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

对商人尤为重要。商人职业的目标就是把商品贩卖给他人,所以要形成稳定的客源。如只是为

免除饥饿之困,仅限于一隅足可,但要成为富商巨贾,并免受外部的侵扰,他们必须要扩大交游

面,并维持友情。维系友情的发生有很多种,投其所好是较为成功的方式之一。我们翻阅商人传

记都会发现商人多精通文学曲艺,商人钟铎“每读书为歌诗,多所自得,尤究心小学一书”[28]112。

这些行为的指向对象也很明确,即士人。商人唐可才“素好客,善谈论,宾朋宴会,投辖尽欢,伐木

之章,可 与 歌 也”[12]351。商 人 单 纪 “喜 承 接 大 夫、士,南 北 舟 车 过 者,多 为 馆 谷,礼 意 周

洽……”[13]117-123笔者尚未发现商人召集普通民众举办聚会之记载。这固然是要走入士人官员的

圈子,也是为通过他们扩大商业规模。但真正能维持友情的方式只能是信与义,对人真诚,重然

诺,而不是虚伪狡诈。文人雅士往往也最为看重这一点,他们在商人传记中也重点铺叙。商人冉

文魁“公性平直,与人交无二言,始终见重”[32]。撰写者总结商人王逍的人性特征是“为人襟度,

恢廓磊落,诚信质直,绝无一毫矫伪”[33]91。侠士交游遍天下,或者其名闻天下,无论走到何处都

有崇拜者与追随者之根本也在于信义。

第三,豪气。豪气往往与武术相伴随,侠之豪气是众所公认的,在我们的固有观念中,构成侠

士的一个组成元素便是武术,山人与僧道等群体因为一些原因都要具备此种元素。相对而言,商

人群体则缺少这个元素,或者准确地说武术不是商人职业必备的元素,那为何还要称之为商人

侠,或者侠商,甚至是商人的侠客化呢? 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传统中国文化对侠内涵的认知与

构建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一方面在于二者确实存在相同之处。冯媛媛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后期

评判侠的基本标准是他们的精神,“能否称得上‘侠’,关键不在其武艺的高强与否,而在其行为是

否符合‘义’的判断标准”[22]133。商人的豪气体现在勇敢、豪放、热情等方面。商人唐可才意气风

发地说道:“大丈夫不能封侯万里外,亦当贸迁江湖,营素封业,与千户侯等。安能困守闾里,作乞

儿态,向富室求活耶。”[12]351-353商人王逍也认为:“大丈夫生而上不能开基以光世德,下不能垂裕以

启后人,□何益也?”[33]91

与豪气对应的便是容忍,商人不是遇事不忍、恣意妄为的群体。我们常说侠客“纵性情”,实

则不然,连韩信也都有胯下受辱之情形。商人内敛,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面对他人的辱骂挑衅,

往往能笑而应对,颇具儒家所倡导的人格魅力。“闾里间有恶少,肆为诟辱,傍观者扼腕不平,(商

人李梦祥)翁怡然受子,毫无介蒂,异日恶少悔罪负荆,翁以理谕之,仍厚以赠之……”[34]他们礼

遇文士、温厚谦恭、待人有礼,不仗势欺人,这也是侠所具备的内涵与品质。

四、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明清商人人性书写

明清时期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表现便是大量的普通民众选择经商以谋

生,甚至一些儒士因为孝养父母、科举无望等原因而选择经商。农民弃农经商,士人弃儒业商,从

人员结构方面大大丰富了商人的来源,使其多元化。农民本身便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国家历来重

视农民与农业;士人又掌握着话语权,继而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商人形象与提高了商人地位。当

然这些都只是抽象化的概念,实质性的表现便是国家与社会离不开商人与商业,我们通过明清国

家商业政策的变化则可一览无遗,以至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传统中国采取

重农抑商政策这个观点持质疑态度,甚至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是重商、通商的。[35-36]这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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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影响到商人对自身职业及其价值观的反思,也影响到士人如何看待商人。

(一)商人自身的应对

商人很早便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商人传记也不是明清时期方才出现,在唐宋时期便已产生,

只是数量较少。唐宋时期就有文人为商人正名,指出商人的价值所在,但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及

其稳定性、国家政策、民众心理等因素,商人的自我职业价值观还没有成熟,商人职业的独立性人

格也没有确立。直至明清时期,情形方有所转变。一些商人逐渐拥有较为成熟的职业意识,也敏

锐地注意到时代发展脉络及其需求,他们开始勇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如商人王文显便对自己的子

嗣讲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只要修高明之行便无可厚非[37];商人李濬功指出“四民之业,各

有所讬以成名”[38]441。同时商人们还勇于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乡里与国分忧。晚清以来,国家

备受外国势力的欺侮,一些士人痛定思痛,寻求中国落后的因素,最后他们认为是西方重视商业

与商人,方得以富强,于是他们振臂高呼,号召发展商业,国家与社会重视商人之价值。在这样的

历史语境下,商人自然而言地被尊重,成为实现富国、强国目标的最佳践行者。而商人也知道这

一点,所以他们积极奔走,利用各种渠道扩大自身影响力,与士人、官员平起而坐。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面前,商人群体做了不同的选择。有的行为侠义化,为国为民,越来越多

的商人逐渐形成独立的职业价值观,就是那些没有形成独立职业价值观的商人也意识到了商人

职业的价值与功用,而不是无用之人。发展实业、发展经济、招揽工人、救助民众、为国奔走,成为

商人的重要目标。商人李文邦直言道:“国家有事,民输委,分也。”[39]商人庞元济之父光禄公指

出:“义庄者,为一族计耳。夫为一族计,则何如为一乡计,为一国计乎?”[9]147有的只顾追逐利润,

将商人职业始终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工具。女商人李楝台劝慰其夫:“昔贤

伯赣尝以货殖名倾诸侯,今世农工商复与士并重,夫子既不乐仕进,盍继先人业,异日倘以富雄一

时,亦丈夫快心事也。”[40]即使是侠义化的商人,他们也不能忽视追逐利润,否则一事无成。不过

在追逐利润的现实需求下,他们没有迷失自我,积极承担其历史责任,努力践行社会理想。他们

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角色定位,势必要以自身职业及其财富服务国家与社会,为了使国家与社会给

予商人更多地关注与正面评价,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写入文本中,努力实现商人职业的价

值,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价值,商人萧一经便言:“赀恶,其弃于地。吾既幸获丰饶,即当为有用

用,不当为无用用”[41]。此外,他们广泛宣传,号召更多的商人投入到此行列中。当然商人们也

清楚自己的财力与交游范围,他们多立足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为身边有需求的群体提供各

种帮助。商人孙衡甫便说道:“吾位卑,力不足以利泽天下,其施于吾宗与吾乡庶乎其可。”[6]724-725

(二)士人的应对

商人职业给商人撰写者提供了同情与认同心理,第三方撰写者虽然不曾经商,但丝毫不影响

他们对商人职业的想象与书写。我们谈论明清士商关系时,往往指出士商相混,但又指出部分士

人仍是在精神上鄙视商人,这些都无可厚非。即使是商人的职业意识也不可能全部一致,都存在

肯定者,又有否定者[42]。且不管第三方撰写者持怎样的态度,都不能回避商人社会地位和影响

力与日俱增的现象,也不能回避国家与社会对商人与商业的依赖,也不能无视包括撰写者在内的

民众对商人的矛盾心理。明清时期,国家不再需要游离于秩序之外的群体。在各种体裁的文本

中,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是撰写者———赋予侠的内涵也发生转变,不再是恣意妄为的群体,而

是与国家合作;即使身在江湖,侠也尽量不触碰国家秩序。现实生活中,士人也不需要破坏秩序

的商人侠,秩序只能由他们来破坏或者改变,因此他们在书写商人的侠性方面,极力渲染他们对

国家的依赖,对现行秩序的遵守。他们也反感商人凌驾于他们之上,凌驾于社会秩序,所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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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的过程中,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把商人纳入国家秩序之内,或者说是置于士人之下,构建一

种以士人(儒学)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维度,塑造以士人为主导的士人与商人和谐相处,实现一种共

赢的局面。如沈一贯在为商人刘得保撰写的碑文中,叙述县令邀请他为乡祭酒,但为其拒绝,沈

一贯引用其一句话道明原因,“吾起田更老于贾,敢与邑主分庭益我盩,不可”[43]。也就是刘得保

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卑微,不适合担任乡祭酒。因为刘得保“清醒”的自我认知,使得时人更加尊

重他。如何共赢呢? 也就是商人的行为符合士人或者说是儒家的标准,商人积极回馈国家与社

会,积极顺应士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第三方撰写者参与商人传记的撰写,不仅仅是为了人情、为了钱财,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塑他

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也是有一定现实目的,为了实现士人行“道”之人生目标。同时,第

三方撰写者还刻意叙述商人传主好儒这一特征,以此强调传主的侠义行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

响,以应对商人的强势。兹选取四名商人好儒行为以证之,详情参见下表。
表2 商人传主好儒情况一览表

传记名称 好儒行为 出处

《林纲墓志铭》
然独礼下士大夫,有过之者,必延款终日。闻有行谊文学
者,必命材执贽往见之,惟恐后也。尝作遗训数条,而惟以
蚤夜力学,以成其志为急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
物局)编 著:《南 京 历 代 碑 刻 集
成》,上 海: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2011年,第387页

《姜廷宪墓志铭》
尤好翻阅古史以资闻见,与人言恂恂有儒雅风。……延名
师课诸孙读,修祠堂叙谱牒以重源本,设立义学俾里中子
弟咸得知书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
辑委员会、临汾市政协《晋商史
料全览·临 汾 卷》编 辑 委 员 会
编:《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506-507页

《清大学生允谋
郭 公(惟 聪)墓
志铭》

公雅敬余,嗜儒术,闲中开床头书帙,令人读,卧而听之,辄
犁然心会色怡。及疾病弥留,尚嘱其子以读书,语不及他,
则公之志可知矣

故宫博物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
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
西[叁]下 册》,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2015年,第277页

《清待赠太学生
又 生 古 公(昌)
暨 继 配 雷 孺 人
合葬墓志铭》

以未卒举子业,常太息。故督子弟学益力。寻弟颖儒及诸
子皆列庠序,遇饮射读法,公必先往。又喜奖励儒生,一时
贤豪长者,乐与之游。所谓贾名而儒行者邪

故宫博物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
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
西[叁]下 册》,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2015年,第191页

  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第三方撰写者努力构建一种新型商人形象,进一步说是构建新型国家

的民众形象,即民众都应承担起属于自身的责任,为国家与社会的安危而有所作为,犹如顾炎武

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撰写者欧思诚不提捐纳制度的不良影响,而是强调商人的为国效

力,强调民众羡慕商人可以为国效力。商人何聪响应纳粟之例,“输金数百,授奉训大夫,五品散

官,峨冠花带,乡里大以为荣。又先后与其二子,俱援例为太学生,一时荣盛。人皆羡公能济国家

之急也。”[44]面对民众苦于接待官兵,商人李濬功说道:“若者为国家靖疆土,□能食风饮露耶,其

避之也?”于是“大治牛酒相与劳之,至再至数,所费不资,亦无难色。使人尽公也,何难令军士出

死力以争先矣。时鲁令君嘉其行谊,赐冠带,表厥宅里”[38]441-442。不仅是商人传主本身如此,他的

子嗣也要如此,如能步入仕途则更好。很多商人鼓励子嗣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由此得到了国家的

赠官,这些都是与统治者合作的表现。县中举行乡饮酒礼,当地官员与士大夫都邀请商人王才参

加。嘉靖三年,他以子“惟臣贵,受封如其官。南道赵侍御得祐辈十九人,铨曹丰主政坊辈二十

人,相率为文为诗,为椿萱图,以遥祝焉。先是大学士邃庵杨先生,石斋杨先生,及都宪渔石唐先

生,道经咸阳,必往顾之。渔石又有诗以赠”[12]183-184。换一个角度来说,商人如果没有侠义行为,

842



没有为国效力,没有子嗣辈荣登进士,没有展现出良好的面貌,也许便不会有商人传记了。

明清国家的强盛,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方式的丰富化,虽然使得每一个民众受益,但受

益程度有所区别,在无形之中拉大了民众之间的差距,国家越限制商人职业,但经商致富的现象

越来越多,一些富商大贾的高调行为将其财富显露无遗。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导致民众心态与行

为发生变化,也许这便是明清时期,包括官员在内的民众纷纷经商的原因。限于信息传递方式与

效率、政府行政程序的繁琐,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士人在内的民众处于无人接管的状态。明清时

期又是第四个小冰期,自然灾害增多,虽然国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救助,但往往没有实现既定目

标。这一切问题也是“侠”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艺作品中始终不曾消失的一个原因。明清文学曲

艺作品的发达,使得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侠的世界,在文本中,侠总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帮助

他人。现实中,民众也需要有侠来帮助他们,当然不一定就是报仇、打抱不平,更多的是生活上的

帮助与关怀。士人也是如此,虽然士人位于社会结构的第一层,但明清时期士人的生计异常艰

难,只有少部分士人可通过科举入仕,通过儒学教书,实现人生的飞跃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多的

则是在生计上挣扎,他们也需要侠的帮助,包括生活上的与行政上的。士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

侠,增加其世俗化色彩,增加其道德伦理内涵,也是将现实需求反映到文本之中。然而虚幻的侠

只能带来心理与精神上的满足,读后带来的是心理失落,犹如常庭琪自言:“间尝披览遗史,见所

称为义侠者,每心焉向往,不禁有闻斯语不见其人之叹”[45]。他们需要活在现实中的侠,得到实

实在在的帮助,商人的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上文提及第三方撰写者描述

商人的侠义行为,除却为国事奔走外,其余几点更侧重于日常生活,通过点滴事情突显商人的侠

义与价值,修路、修建桥梁、建学校、施粥等行为更是具有地域性,多是围绕商人传主的生活区域

而展开。这一切都使得侠士不再像小说中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变得更为真实,大家都能力所能及

与感受得到。撰写者们往往也会在文中直接点明自己的意图,以激励商人亦或是其他民众观摩

效仿。刘四达为商人李树鹏作墓表,文中写道:

  先生劳劬数十年,而家始粗裕。其囊底金钱,固非若掘地得之者。然人之以急赴者,必

委屈筹划之,以遂其求,而未尝栩栩然有德色也。嗟嗟世风之下也。匹夫拥多金,蓄厚赀,美

宫室,耀裘马,朋党酒食相征逐,及逢贫苦亲,不为分多而润寡,反视之而若不相识者。以视

先生之勤俭自守,而施与不吝者,其人之贤不肖为何如也?[46]

第三方撰写者试图通过为商人作传,铺叙商人的侠义行为,制造商人的一种从众心理,或为

了获得士人的认同,或为拥有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名声,或苦于形势不得已而为,采取一系列的

行为。富而好礼的商人,或者说是急于改变形象的商人,困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商人充当了“侠”。

文人也在有意识地打造商人侠义之风,通过文本宣扬商人的精神价值观,号召更多的商人践行商

人职业的人文精神。

五、结 语

明清商人传记的撰写者身份较为多元,有的撰写者以商人为职业谋生,职业之外的撰写者通

过自己的理解与需求书写自己心目中的商人,他们通过对社会各类人群与事情的观察,用文字表

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基于此,撰写者笔下的商人,都是作为商人中佼佼者的形象出现,不

计个人荣辱得失,一心为国为民,但同时商人也缺少了侠客对现行制度抗争的一面。撰写们将商

人职业群体的众生相呈现出来,塑造出不再是只为追逐利润而对国家与社会无用之商人职业形

象。同为商人的撰写者深知商人不再是只顾利润之角色,而是拥有崇高理想的角色,商人职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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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仅仅是谋生之道,而逐渐走向主流化,他们更是在文本中书写自己的价值观,书写商人的侠

义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侠义精神进一步下沉,使得每个民众都意识到侠似乎就在我们的身

边。但我们要注意,无论政策怎么改变,士人怎么高歌商人,实际上都只是国家将商人职业当作

一种工具,士人在对待商业、商人的态度也非常多元。按照黄开军的统计,明清时期为商人作传

的“拥有庠生以上功名的作传者占86.36%,而拥有进士功名的作传者占44.86%”[2]166,虽然他们

在传记中对商人与商业呈现出认同的态度,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将商人职业当作一种工具,一

种暂时性的工具,而不是长久性的工具,商人职业与商业发展的需求必然要附属于政治,商人必

须依附于士人与儒学。

参考文献:

[1] 陈夫龙.侠的起源诸学说批判[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2-47.

[2] 黄开军.碑刻所见明清商人传记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9.

[3] 连启元.儒商之外:从汪道昆《儒侠传》看徽商“侠”的精神[C]//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349-356.

[4] 陈红艳.试论“三言”中的侠商形象[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2-16.

[5] 钱仪吉.碑传集·卷113[M].北京:中华书局,1993:3262-3264.

[6]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市江北区文物管理所编.慈溪碑碣墓志汇编:清代民国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7] 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156.

[8] 《古村郭峪碑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村郭峪碑文集[G].北京:中华书局,2005:156.

[9] 胡海帆、汤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国卫捐赠石刻拓本选编[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司马迁.史记·卷129[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5.

[11] 余振贵.中国回族金石录[G].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453-456.

[12]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一:下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3] 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北京市通州区文物管理所.通州历史文化丛书·记忆———石刻篇之一[G].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14] 康兰英.榆林碑石[G].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5] 乌志鸿.西安清真寺古碑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04-107.

[16] 刘泽民.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45-46.

[17] 陈静茹.南安中宪第郑运锦之子郑汝成墓志铭考释[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4).

[18]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下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31-132.

[19] 韩明祥.济南历代墓志铭[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124-125.

[20] 萧用桁.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407.

[21]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J].群众,1944(20):316.

[22] 冯媛媛.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23] 王国璎.李白的侠客形象[J].唐代文学研究,1994(00):152-153.

[24] 葛群.我国古代“商”与“侠”的精神文化联系[J].安徽史学,2002(1):92-93.

[25] 韩云波.侠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模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91-96.

[26] 杨继平,郑建君,冯昊.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结构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25-129.

[27] 张孝义.明清徽商的人格结构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0):1046-1050.

[28] 东莞市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碑刻[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9] 民国兴京县志:卷14[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第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427-428.

[30] 道光续桐城县志:卷18[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42.

[31] 民国盖平县志·卷9[M].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第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405.

[32]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下册)[G].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372.

[33] 衡水市文物局编.衡水出土墓志[G].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

052



[34] 李百勤.河东出土墓志录[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42-145.

[35] 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J].历史研究,2018(6):40-53.

[36] 张明富.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J].古代文明,2016(4):69-84.

[37] 李梦阳.空同集:卷46[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20.

[38] 《高平金石志》编纂委员会.高平金石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9] 张建华,陶继明.嘉定碑刻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598-1600.

[40]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墓志选集[G].贵阳:贵州省博物馆,1986:227-229.

[41] 高立人.庐陵古碑录[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270-272.

[42] 张明富.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J].古代文明,2021(3):99-110.

[43] 沈一贯.喙鸣诗文集·卷17[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319.

[44]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G].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82.

[45] 雷涛,孙永和.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G].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128-129.

[46] 赵忠.积石访碑录[G].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90-191.

TheChivalryWritingintheBusinessmenBiographies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AnInvestigationBasedonInscriptions

SONGLijie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evolutionofthesocialstatusofbusinessmenaffectedthetextimageof
merchants.Theinteractionofcommodityeconomyandsocialchangeintangiblywidenedthegapbetweenthepublic,
leadingtotheincreasinglystrongdemandforchivalrousswordsman,promptingbusinessmentrappedinthetraditional
socialstructureandsocialconceptstoactivelyplaytheroleof"Chivalry".Theyaretrustworthy,readytohelpothers
andfightfornationalaffairsinordertochangetheirimage.Tobuildanewtypeofsocialrelationship,thescholarsmade
effortslikeconsciouslyshapingthechivalrousspiritofthebusinessman,advocatingthechivalrousbehaviorofthebusi-
nessmanthroughtexts,andrebuildingtheimageandvaluesofthebusinessmanprofessionaswellascallingonmore
businessmentopracticethechivalrousspiritofthebusinessmanprofession.Therefore,thebusinessmenbiographies
createdtheimageofthebusinessmanfullofchivalrousspirit.Onthebasisofshapingthechivalrousimageofbusiness-
men,scholarsemphasizedthattheywereinfluencedbyConfucianism.
Keywords:chivalry;humannature;biographiesofbusinessme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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